
为了谁的发展：一个思想史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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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讨论西方发展观与中国发展观在认识论与

目的论层面上的差异。本文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自上而下“济贫”式的认

识论是导致西方发展援助在“全球南方”失效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

出从“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出发，对发展问题的讨论应当以作为集合名

词的“人”为基础，将国家作为担负现代化使命和治理责任的主体，将自主发展

能力的培育视为国家发展成败的关键，强调国家发展本身就包含社会发展的目

标，国家与社会共生共强，追求发展为国家、社会、人民整体自主赋能的目标。

这种赋能式发展最需要坚持的第一性原则是对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权利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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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别无选择”？

人类如何发展？围绕该问题的讨论似乎从未

停歇。20世纪 80年代，发展理论曾面临危机。美

苏两个阵营冷战对抗中诞生的现代化理论、欠发

达理论等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风靡世界，在西

方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却遭到质疑。此外，苏联推

动的社会主义国际化发展构想也在 20世纪 80年代

走向尾声。世界在 20 世纪末面临该向何处去的迷

茫。① 正是在这个理论与实践双重迷茫的时代，作

为对自身经济危机的回应，英美开始大力推动新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英国首相撒切尔 （Mar‐

garet Thatcher） 著名的“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 表述，强硬地将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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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案推向历史前台。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不

仅影响了英美的政治经济结构，也通过世界银行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重要的多边机构，被

强行推向世界。这一时期，融入由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被描绘成国家发展的唯一

途径。① 相应地，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为

寻求发展，不得不接受这些多边机构给出的结构

性改革方案。从 1990 年起，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提供的发展贷款开始附加苛刻的条件，

例如，要求债务国减少政府财政与健康医疗支

出，移除货币自由兑换的障碍，减少粮食储备

等，这一系列条件直接导致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

陷入贫困，甚至饥荒加剧。②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

尔·阿明 （Samir Amin） 曾用“第四世界化”来

描述这种发展的倒退。③

受“第四世界化”现象冲击最严重的地区是

非洲。作为世界人口结构最年轻的沃土，非洲却

是世界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非洲国家的现

代化进程和对非援助是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关注

的重点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向非洲

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发

展援助。然而，传统西方对非援助实践，以及在

此基础上形成的西方国际发展援助理论，建基于

单一发展范式导向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否认多元

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忽视甚至刻意遮蔽资本主

义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对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阻

碍，具有极强的新殖民主义色彩。特别是在 20 世

纪 80 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世界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发展援助的主导

机构开始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非洲等地区的发

展中国家援助成效甚微等问题进行反思，认为受

援国政治体制非民主、经济市场非自由等是造成

援助不力的主要原因，并由此提出以经济自由化

为核心的“结构调整论”。④ 在该理论指导下，西

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推动附带条件

的援助模式，涉及政治体制改革、货币自由流动

和优化财政支出等方面。当时正值非洲经济形势

每况愈下，许多非洲国家不得不接受条件苛刻的

结构调整方案以寻求贷款援助。然而，实施结构

调整的国家普遍遭遇国内社会不满情绪高涨及其

他政治经济危机，贝宁等国家被迫中断执行“结

构调整计划”。失去外援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更

加难以为继，只得重启计划，如此往复，陷入恶

性循环。⑤ 这种发展援助不仅没有让非洲国家因

援而兴，反而使之普遍陷入援助依赖或者援助失

效的困局，甚至造成“越帮越穷”的吊诡现象。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方案的是一种

伪装成援助的干涉主义，其目的是创造一种适合

资本自由流动的政治环境。在发展程度极端不平

等的条件下，这种自由流动无疑成为政治经济发

展优势主体向劣势地区的倾泻。此外，随着苏联

解体，“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发展援助的

替代性选择，客观上形成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发展

援助资源的暂时性垄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

“别无选择”成为这一阶段面临的重要国际现实。

一方面，效仿苏东模式的非洲国家失去依靠，如

阿里·马兹鲁伊 （Ali Mazrui） 所言：“欧洲社会

主义的重大挫折给非洲社会主义以沉重的一

①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

② Leon Bijlmakers, Mary Basset and David Sanders, Socioeconomic Stress, Health and Child Nutritional Status in Zimbabwe at a Time of

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A Three-Year Longitudinal Study,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Research Report, No. 105, 1998, pp. 95-97; Ray Bush,

Poverty and Neoliberalism: Persistence and Re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London: Pluto Press, 2007, pp. 25-48.

③ [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0 页。

④ “结构调整论”认为，在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在政治上推行民主，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的基础，参见 Ed Brown et al.,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ory, Practice and Impac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⑤ 张宏明：《非洲政治民主化历程和实践反思：兼论非洲民主政治实践与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反差》，《西亚非洲》 2020 年第 6 期，

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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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① 另一方面，非洲国家进一步失去冷战时期

东西方对抗营造出的活动空间，面对西方国家的

附加条件，非洲国家的议价权大幅削弱，西方国

家借机在非洲力推“第三波民主化”，进一步推动

非洲国家拥抱新自由主义。在此过程中，非洲国

家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效果，反而深受部族

冲突、军事政变、恐怖袭击、宗教矛盾等不稳定

因素的困扰。同时，由于非洲对西方的整体地缘

战略重要性有所下降，西方援非资金大幅减少，

1982—1997 年 官 方 发 展 援 助 （Official Develop‐

ment Assistance，ODA）占援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比重从 0.38%降低到 0.22%的历史最低点。②

2000 年，联合国提出千年发展目标 （Millen‐

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非洲地区的减

贫问题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西方援非资金开

始快速上升，援助方式也出现多番改革，更加强

调援助效果。但直至今日，非洲地区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数据总体上仍处于全球较低水平，贫困问

题依然突出。根据 2024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

的 《人 类 发 展 报 告》（Human Development Re‐

port），低发展水平组的 33 个国家中仍有 30 个国

家来自非洲地区。③ 这固然不能全部归因于西方

对非援助失效，但西方对非援助失效的问题已被

各界认识并受到密切关注。

二、发展：一个认识论与目的论的问题

为什么越援助，受援国反而越难以发展？新

自由主义经济学显然对这个问题一筹莫展。国际

学界不乏对其援助效果的批评，威廉·伊斯特利

（William Easterly） 在《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

的援助收效甚微》中对西方“计划式援助”进行

了尖锐批评；丹比萨·莫约 （Dambisa Moyo） 在

《援助的死亡》 中对西方援助导致的援助依赖现

象进行了深刻反思。④ 西方学界在理论层面反思

援助为何失效，以及如何有效建构援助，并发展

出相关的发展援助理论体系。戴维·刘易斯

（David Lewis） 和戴维·摩斯 （David Mosse） 对

援助机构的研究揭示了部门利益与官僚自主性导

致的援助政策与援助效果之间的脱节。⑤ 伊丽莎

白·艾希度 （Elizabeth Asiedu） 和博阿兹·南万

（Boaz Nandwa） 从援助领域出发，强调基础设施

和教育援助应当得到更多重视。⑥ 南茜·波萨尔

（Nancy Birdsall） 直言西方发展援助有“七宗

罪”，并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建议。⑦ 伴随着理论层

面的反思，西方国家与国际机构也相继推出《巴

黎宣言》《釜山宣言》 等一系列文件，改革援非

实践，但总体效果不尽如人意。

随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一些西方

① Ali A. Mazrui, “Ideology and African Politic Culture,” in Teodros Kiros, ed., Explorations in African Political Thought: Identity, Commu‐

nity, Eth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122.

② 郑宇：《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 年第 8 期，第 137 页。

③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3/2024: Breaking the Gridlock: Reimagining Cooperation in a Polarized World, March 13, 2024,

pp. 276-277, 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global-report-document/hdr2023-24reporten.pdf [2024-08-12].

④ William Easterly, 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Dambisa Moyo,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⑤ David Lewis and David Mosse, “Encountering Order and Disjuncture: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Organization of

Development,”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4, No. 1, 2006, pp. 1-13; David Mosse, Cultivating Development: An Ethnography of Aid Polic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David Mosse, Adventures in Aidland: The Anthropology of Professional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Press, 2011.

⑥ Elizabeth Asiedu and Boaz Nandwa, “On the Impact of Foreign Aid in Education on Growth: How Relevant Is the Heterogeneity of Aid

Flow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Aid Recipients?”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Vol. 143, No. 4, 2007, pp. 631-649.

⑦ Nancy Birdsall, “Seven Deadly Sins: Reflections on Donor Failings,”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5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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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翼理论家开始将不平等问题带回西方主流经

济与发展问题的理论讨论中。① 这种“回归”更

多的是把不平等视为分配端产生的问题，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构

性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仍旧极少被学界提及。20 世

纪 70 年代，一批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影响的

学者将视角转移到有着共同被殖民经验、经济高

度欠发达的亚非拉世界之后，他们发现随着资本

主义世界市场的不断发展，其生产也在全球范围

展开，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积累是一种全球性的

进程。因此，中心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边缘地区经

济的欠发展本质上是同一组辩证关系。② 当意识

到这种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后，这批世界体系理论

与依附理论学者将生产而非消费视为经济和社会

全方面发展的核心。

抛开援助是否有效的论证不谈，西方对非援

助效果低于预期是共识。为何理论反思和实践变

革均未能改善援助效果，其中固然有实践脱离理

论之故，究其本质，上述西方发展援助理论基本

属于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所言的“解决

问题的理论”。这种理论以其发现的世界为基础，

以普遍的社会和权力关系，以及组织这些关系的

机构为行动框架，所有行动都发生在有限的框架

内。这种理论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有效处理特定

的问题来源，使这些关系和制度顺利运转。③ 这类

理论内生地对现存制度持保守态度，这也决定了

它们解决问题是建立在回避问题的前提下，即回

避可能对其预设立场以及维护秩序造成动摇的问

题。这需要拨开这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

理论话语迷雾，寻找更深层次的真实思想基底。

对于发展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两

个也许并不在发展研究学科内的问题：什么是发

展的认识论问题，为什么发展的目的论问题。对

于处在世界市场不平等结构底端的国家、地区和

人民而言，发展不仅意味着世界银行、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统计表格中体现出的国民总收入的增

长，它更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意味着能

有食物吃，能接受教育，能有干净的水喝，能活

得更久更安全，意味着日子一年比一年、一代比

一代过得更好。这一切又与保障人们在最大程度

上享有这些基本权利的社会环境、稳定政府等因

素密切相关。社会、政府乃至国家，这些群体性

概念范畴不仅是个人的简单叠加，还是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复杂组合，人的存在不可能脱离这些复

杂关系。换言之，人既构成这些群体性范畴，也

被这些群体性范畴所构建。人在具体时间与空间

关系中的运动构成共同体，在引入共同体这一分析

范畴后，我们对人以及人的发展问题的讨论就必须

将时空语境及其连带的政治权力关系纳入分析框

架，而并非将人假定为原子化的、具有某种不可分

割本质特性的“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④

在承认人与具体时空环境的有机联系后，对

发展问题的分析便成为对人在具体的社会关系、

生产关系和物质环境组成的合力下，沿着时空维

度演进规律的探索，以及在明确的目的论指导

下，对共同发展的积极推动。今天的全球化是讨

论共同发展问题的物质与历史前提，其物质性体

现在随着 19 世纪的技术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展

开的欧洲工业化强国的全球扩张，人类的物质世

界已经不可逆转地被更高效地连接在一起。随着

机器驱动的船舶、铁路、汽车、飞机的发明，人

类在物理空间中行动的效率极大提高。这也为人

① Branko Milanovic, Visions of Inequality: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② Samir Amin, “Accumulation and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Model,”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o. 1, 1974, pp. 9-26.

③ Robert Cox and Timothy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8.

④ [德]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5 页。

·· 4



类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随

着空间联通一起到来的是欧洲在生产关系层面对

世界的整合，这个依照欧洲社会发展模式对世界

进行的生产关系整合便是今天全球化的历史性前

提。① 物质的发展还在不断创造新空间。今天，

随着互联网、电力技术的发展，一个真实的虚拟

空间成为现实，也首次将人的物质存在与意识存

在区分开来，更为讨论意识存在与物质存在之间

的关系提供了基本前提。

这些变迁都是历史性的，我们无法脱离人来

讨论历史性。本质上，历史性是人在物质空间中

的不断运动，以及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对空间的主

观改造。在这个历史性的进程中，社会关系、生

产关系得以形成并不断演变。人的多种社会关系

的重叠便构成形式多样、规模不同的共同体。国

家是迄今为止这些共同体中最普遍、最引人注

目、影响最广泛的一种。直至今天，真正在物质

层面上具有全球性的历史进程是随着欧洲工业化

国家的扩张而出现的。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在此之

前早已存在的联通亚欧的丝绸之路，联通亚非的

印度洋贸易等联系，甚至也可以为这些历史上的

跨区域互动冠以“早期全球化”“早期现代性”，

乃至“多样文明化进程”的名义。② 但是，这种

相对主义式的解释仅仅展现了一种历史上曾经存

在的秩序多样性，并未回答为什么这些多样性实

践消失了，更无法回应今天世界的物质、经济甚

至文化的联通存在着显著的以北半球西方国家为

中心的特点，全球尺度上的南北发展差异便是这

种整体性不平等状态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为了

体现这种不平等状态，我们不妨想象在政治地理

空间中存在着权力的势能差异。③

显然，我们不能仅通过从非西方世界发现历

史经验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现实存在的权力势能不

平等的问题，这种不平等必须通过面向“全球南

方”，以及所有在过去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低势能

端的共同体的共同发展来消解。同时，不同共同

体权力势能差异的大小直接影响了在竞争过程中

不同国家、社群、团体甚至个人的策略选择。因

此，在考虑发展或者不发展的问题时，不同地

区、国家、群体在整体空间结构中的势能位置也

必须作为重要条件被纳入分析。与之相关，如果

将视角转移到那些不发达、被宰治的主体上，那

么广域的合作与团结恰恰是阻拦强势能倾泻，完

成自保的唯一可能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在讨论

发展问题时，无论是原子化的个人，还是单一的

国家，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分析单位。我们有必要

将主体间的合作、共生、互助这类社会性的现象

作为有机体能动的生存策略纳入讨论。④

三、作为帝国理由的发展

在承认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存在结构性不平等

之后，发展的目的便不仅是针对不发达、欠发达

国家与人民福祉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彻底改变造

成这种不平等的结构。然而，在现有诸多对发展

理论的批判中，我们很少见到对世界市场结构性问

题，以及如何解决该结构性问题的思考。绝大多数

批判采用了一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

cal individualism），试图通过解构所有整体性概念

的方法，或将“现代”与“现代性”问题混淆起

来，并以“后现代”的名义将其通盘否定；或将

① 马克思在他对印度问题的分析中表达了这种认识。参见[德]卡·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

果》，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848—855、856—863页。

② 关于这类观点的总结性讨论，参见 Andrew Philip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Multiple Early Moder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Change,”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8, No. 3, 2016, pp. 481-491。

③ 关于权力势能差异的讨论，参见殷之光：《新旧之间的梁启超：亚非意识与民族帝国主义的背反》，《开放时代》 2023 年第 6 期，

第 134—153页。

④ 殷之光：《全球秩序研究的理论贫困与现代化多样性的实践：一个全球南方的视角》，《社会科学》 2024年第 8期，第 99—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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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殖民”简单理解成一种对殖民霸权的知识性

批判与否定。这类知识性批判脱离了“去殖民”

的政治实践，不免给人造成只会批判、无法指导

建构的印象。

当然，不可否认这类批判性工作在一定程度

上帮助我们理解了今天现代化、线性发展观等普

遍性概念背后潜在的意识形态霸权。例如，表现

在发展研究领域，学者开始对发展概念本身提出

质疑。这类批判强调，发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向

人们允诺种种物质与道德的福祉，与此同时却将

不同群体、种族依照某种标准划分出高低。① 学者

们还注意到，资本主义全球帝国还积极运用发展

概念来理性化自身霸权宰治。② 这实际上与西方资

本主义思想脉络中各自国家内部对贫困和济贫

（poor relief）政策的认识与实践存在紧密联系。③

济贫既可以同天主教的救世理想结合在一

起，成为一种具有人本主义意味的道德责任，④

也能呼应新教重视通过劳动实现自我救赎的信

念。⑤ 然而，无论是哪种态度，都难免带有自上

而下的救世主姿态与心态。此外，在认识贫困何

以产生的问题时，基督教社会文化语境秉承一种

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即将个人视为贫困的主

体、作用对象和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基督教

文化区分出“主动贫困”（voluntary poverty） 与

“被动贫困”（involuntary poverty） 两个范畴。前

者指代那些主动选择清苦生活，以期能够更接近

基督的人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修行方式，“主

动贫困”将“贫困”神圣化，富人通过向这类人

与修道院提供捐助 （caritas），以求得以接近上

帝。在此认识下，捐助—受援/富有—贫穷的二元

格局被固定下来。穷人 （pauper） 由于其贫穷本

身获得神圣性，而富人 （potens） 则因为向穷人

捐助的行为而获得救赎。⑥ 不难发现，这种认识论

格局并不谋求消解贫困本身，相反它更依赖贫富

关系的固化，以确保“捐助”行动得以延续。⑦

与之相比，那些并非主动选择的贫困者更让

治理者感到不安。在治理者看来，这类人身体健

康，但不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游移”（wander）

于世上，大幅提高了治理的风险与成本。针对这

类人，如何通过政策手段迫使他们开始劳动，成

为促生西方 14 世纪济贫政策起源的根本问题。⑧

为“游移者”提供劳动也是 1584 年理查德·哈克

卢伊特 （Richard Hakluyt） 在呈给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I）的信中提出的殖民美洲的理由之一。

哈克卢伊特在信中表示，向“西印度”扩张，增

强非洲奴隶贸易不仅能够传播新教福音，也能够

通过增强亚非欧与英国的贸易往来，为英格兰人

提供工作。⑨ 同样，“游移”还成为殖民理论家用

来否定殖民地原住民对其土地权利的重要理由之

一。在哈克卢伊特建议英格兰殖民美洲之后约

① Begüm Adalet, “An Empire of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9, No. 1, 2025, pp. 193-207.

② Robbie Shilliam, “Race and Development,” in Heloise Weber, ed.,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A Survey, London: Routledge, 2014, pp. 31-48.

③ 例如，关于英国福利观与其殖民发展观之间的历史联系，参见 Robbie Shilliam, David Coates and Matthew Watson, Race and the

Undeserving Poor: From Abolition to Brexit, Newcastle: Agenda Publishing, 2018, pp. 57-80。

④ 关于基督教济贫观念的发展与实践历史，参见 Timothy G. Fehler and Jared B. Thomley, eds., Do Good Unto All: Charity and Poor

Relief Across Christian Europe, 1400-180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 1-22。

⑤ Timothy G. Fehler, Poor Relief and Protestantism: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Welfare in Sixteenth-Century Emden,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1-22.

⑥ Sigrun Kahl, “The Religious Roots of Modern Poverty Policy: Catholic, Lutheran, and Reformed Protestant Traditions Compared,”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6, No. 1, 2005, pp. 91-126.

⑦ Marjorie McIntosh, Controlling Misbehavior in England, 1370-1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88-189.

⑧ Marjorie McIntosh, Poor Relief in England, 1350-1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6.

⑨ David Quinn, ed., The Hakluyt Handbook,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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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约翰·洛克 （John Locke） 给出了最具普

遍性意义的殖民理由。在他为殖民美洲的辩护

中，美洲人被描述为土地上的“游移者”。他们

仅能依赖大自然的馈赠，通过采集与狩猎获得生

存必需品，并不能创造新的财富。因此，美洲印

第安人无法对其所在的土地行使占有权。英国殖

民者的到来带来了农业技术，通过劳动使得自然

的土地得到“发展”（improvement），创造了财

富，进而能够真正占有土地。①

洛克提供的帝国理由将发展与占有权联系起

来，这为西方的发展论述提供了一种世俗化的目

的论。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神圣委托”“文

明使命”“委任统治”，甚至 20 世纪美国的“现代

化理论”和“保护的责任”都源于同一种目的

论。对欧洲国家而言，帝国是他们处理全球性问

题的唯一政治空间，而对这一空间的治理基本是

他们对本民族/宗族共同体治理经验的复制。正如

在济贫原则中体现的治理观一样，18 世纪英国对

印度以及 19 世纪英国对南非的治理，均延续了那

种自上而下、高等对低等履行拯救、文明化等

“神圣”责任的色彩。例如，在处理印度问题时，

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强调，英国对印

度人民的政治与经济统治是一种“神圣委托”。②

通过这种委托，英国虽然不能拥有对印度的主

权，但是英国有权通过治理印度，复制英国制

度，进而协助印度完成自我文明化的进程。19 世

纪晚期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者把帝国制度优越性

的信仰与维护帝国主义商业垄断利益的说辞更好

地融合在一起，构成霸权者“文明使命”观的完

整逻辑。用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罗德斯 （Cecil

Rhodes） 的话来说，非洲的明天必然是在白人教

化下，最终实现“所有文明 （男） 人的权利平

等”（equal rights for all civilized men） 。③ 进入 20

世纪后，这种为实现自由而进行教化的说辞体现

在约翰·霍布森 （John Hobson） 构想的自由主义

乌托邦中。他强调，虽然“低等种族”（lower

race）、“落后种族”（backward race） 应当有自行

发展的较大自由，但这种自由必须在“先进”文

明的教育、监管、保护的前提下，以防这些种族

被自身的“原始欲望”所伤害。这种保护的道德

追求也能驱动保护者本身进行自我净化，以免先

进文明的国家机器被小部分人的特殊利益所挟

持。④ 霍布森进而构想了一个基于法律的国际联

邦 （federation）。这个联邦由英美法德等目的相

同、利益相通的“文明国家”组成，采用议会民

主的模式，对全球实施治理。他坚信，在这种民

主协调下，人类能够发展出“有效的国际主义”

（effective internationalism），促使国际社会变为

“真正的共和国”。⑤

不难发现，今天美国自由主义者强调的“保

护的责任”，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制度原则，很

大程度上都是这种帝国世界观在当前的反映。与

之前的帝国全球治理理念不同的是，随着 20 世纪

中叶帝国的解体，以美国理论家为主的社会科学

研究者们更乐意用大国 （great powers） 这个概念

来指代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近代早期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进程中形成的帝国，并以西方大国的近

代历史变迁为基础，构建一套充满美好色彩的现

代化论述。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① 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and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689/1690), Oxford: Oxford Uni‐

versity Press, 2016, p. 23.

② Edmund Burke,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rable Edmund Burke, 5th ed., Vol. IX,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77, p. 335.

③ 转引自 Michael West, “‘Equal Rights for All Civilized Men’: Elite Africans and the Quest for ‘European’ Liquor in Colonial Zimbabwe,

1924-1961,”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37, No. 3, 1992, pp. 376-397。

④ John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London: James Nisbet & Co., Limited, 1902, pp. 243-246.

⑤ Ibid., pp. 363-364; John Hobson, “The Ethics of Internationalis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Vol. 17, No. 1, 1906, pp.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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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的现代化认识强

调，现代化就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在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相互作用下，推动社

会向更高级状态、更具差异化方向发展的复杂过

程。① 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提出“经济

增长阶段”理论，以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为基础，

用一种目的论的线性史观，将现代化过程分为传

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

段、高度大众消费时代五个阶段。② 此外，这个脉

络里还包括西摩·李普塞特 （Seymour Lipset） 对

现代化教育、城市化、收入水平提高等因素促进

民主制度建立的研究，③ 以及威尔伯特·摩尔

（Wilbert Moore）对文化因素，特别是价值观和信

仰的变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的讨论。④

总之，经典现代化理论把欧美先发国家在工

业革命后的现代化道路看作世界公认的模板，把

它们的发展经验奉为圭臬，在目标设定和路径选

择上体现为“趋同论”（convergence thesis）。据

此中心思想出现了各种流派，虽然视角不同，但

都体现出两层意涵。第一层，无论是何种视角的

经典现代化理论，都明示或暗指发展中国家不发

展的原因是其自身社会的落后。第二层是上述论

断的逻辑递进，即这些国家解决问题的唯一手

段，就是通过改造甚至全盘抛弃传统，遵循西方

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道路以实现现代化。只要

照此良方，西方现代化国家的今日就是发展中国

家的明天。经典现代化理论给出的这条有迹可循

且前景诱人的道路，一时间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

主动学习或被动受影响的“标准答案”。

名义上，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对西方先发国家

现代化经验的总结，是一种诠释性理论；实质

上，经过帕森斯、李普塞特等人的次生性理论建

构，西方现代化理论不仅形成简单二元对立与进

化论的理论路径，还刻意美化了欧美先发国家的

现代化道路。例如，在欧美先发国家现代化进程

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战争、掠夺等血腥的资本原始

积累，均被理论家们刻意隐去或抽离，代之以

“渐进式民主”“包容性产权制度”等辉格主义叙

事神话。诚如李小云所指出的，西方开展对非援

助，以及引导非洲国家现代化背后的发展知识，

是一套建构起来的，既非欧洲原生性，又很难代

表非欧洲国家在场性的“悬置”的发展知识体

系。⑤ 事实证明，西方现代化理论描绘的美好道

路，不仅未能帮助广大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反

而成为其陷入政治动荡、经济凋敝、社会分化的

原因之一。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言：“我国不

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

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

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⑥

四、视角的转换：构想一种赋能式发展

是否存在一种构想发展的不同路径呢？如果

我们将视角转向“全球南方”，转向亚非拉殖民

地与半殖民地反抗压迫的历史，转向中国的现代

化实践，便不难发现这种理论的可能性。

总体说来，从更广大的“全球南方”视角出

发，现代化道路的钥匙就在后发展国家对其主体

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中，即“自主发展能

力”。这里的自主发展能力主要指，在不平等的

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国家能否根据自己的资源

①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Cambridge: Free Press, 1951.

② Walt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3r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③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60.

④ Wilbert E. Moore, Social Chang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74.

⑤ 李小云：《发展知识体系的演化：从“悬置性”到“在场性”》，《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7 年第 24 期，第 89 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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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与所处的发展阶段，独立自主地确立自己的

发展道路与发展目标，保护自己的发展成果与发

展福祉不遭掠夺，并转化成未来的发展资源的能

力。自主发展能力既涉及物质层面，也关乎精神

层面。在物质层面，国家自主利用资源禀赋或相

对优势实现其发展潜力，需要一系列的基础设

施、专业技术、相关人才等物质资源作为支撑，

否则便会受制于人，或被牢牢框定在原材料或初

级产品工厂的价值链底层无法翻身，或是坐拥资

源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收益流失，发展道路的自主

选择永远是空谈。在精神层面 （即适配发展自主

能力的主体性意识培育），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倘若没有思想上的独立自主，在精神上自我矮

化，甚至自我阉割，从而拱手放弃自我的主体

性，自主发展能力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自主发展能力的两个立足点分别是发展的自

主性和自主发展的能力，这似乎很容易让人联想

到西方政治学理论中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

概念。但无论是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西

达·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还是乔尔·米

格代尔（Joel Migdal），他们关于国家自主性或国

家能力的概念都建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

这种结构性的视角将国家与社会视为两个相互关

联但各自独立的主体。国家的构成或被视为对社

会权利的汲取、垄断，或是与社会力量进行互

动，推动国家建设与社会变革的发展。然而，我

们无法脱离人与人的社会性关联，去构想一种抽

象的国家与社会主体。因此，更合理的思考方式

需要我们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起点，将社会与

国家/政府的构成与发展理解为这种复杂社会关系

相互纠缠的结果。

实际上，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经验出发，

不难发现，构成先锋党在社会中进行的现代化生

产建设实践本身就有机地将社会不同部门与人群

整合起来，并构成国家的基本样态。反之，在这

种进程中发展出的国家/政府又迫切地希望有机地

融合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这种“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的辩证关系以作为集合名词的

“人”为基础，将国家作为担负现代化使命和治

理责任的主体，强调国家发展本身就包含社会发

展的目标，国家与社会共生共强，而非互相对

立、此消彼长，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观与西方现

代化理论之间最大的区别。① 同时，这种自主发

展并不排除不同主体间的平等合作。实际上，依

据对中国历史经验的考察可发现，这种合作表现

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劳动互助形式。

从劳动互助中反映的集体化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

率，进而提高了共同体的集体生存能力。② 但这

种出于生存与发展需要而发生的自由合作，一定

以对社会既有产权结构的不干涉原则为基础。需

要强调的是，这种不干涉原则并非一种独立于社

会自然发展之外的抽象法则，不干涉原则更是一

种经验原则。它强调，人与人的社会性联系会自

然促生一种适合本地区小共同体生存的政治与所

有权关系。随着共同体的发展，其规模与需求也

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所有权的变化需要随着这

种物质性变迁在共同体的内部自然发生，而非由

外部力量强制输入。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集体生存的需求在城市

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表现得并不明显。在城市化、

大规模的共同体中，人的原子化程度也较高。然

而，对绝大多数“全球南方”的人民而言，由于

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所处的相对劣势地位，

其所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基本处于半工业化乃至

前工业化的程度。因此，如何摆脱这种依附性状

态，获得个人/社会—政府/国家的整体性赋能，

① 陈周旺：《国家发展：超越“国家建设”理论》，《探索与争鸣》 2022 年第 9 期，第 82 页。

②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

编·第 7 编·互助合作》，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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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持续增长进步的自我造血能力，并在这种整

体性赋能的进程中，在国际上获得真正的平等地

位，这是“全球南方”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发展观念的整体性，发展动力的内生性，发

展主体的集体性与人民性，这是从“全球南方”

国家的发展经验出发而产生的基本共识。这种共

识产生于对西方殖民帝国全球治理的经验性不

满。的确，那种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强调国

际劳动分工合作的发展理论叙述不可避免地将人

类分为高低等级，并以此为基础将不同群体规制

到结构性极强的社会经济分工角色中。① 同时，

这种结构性的认识论否定了人，特别是非西方人

的能动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人类发展目标的

讨论已清晰地认识到，各种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压

力对人能动性的压制（disempowerment of people），

以及对作为整体性的人的忽视，是今天全球发展

实践与发展理论的重大弊病。②

一般认为，联合国平台上体现出的对发展问

题的共识反映了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从

“实质性自由”角度出发对人类发展的认识。这

种自由不单需要考察人们获得自己愿意过的那种

生活的“内在能力”（capability），也包括社会/国

家提供的失业救济、最低收入保障、基本教育等

诸种“天然权利”（entitlements）。③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威廉·刘易斯（William Lewis）、

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Todaro） 等发展研究理

论家便开始对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产生广泛兴

趣。他们或者本人来自前殖民地，或者曾经在第

三世界地区生活和工作过，因此可以带着这种族

裔背景与生活经验进入发展研究领域，并且明确

地将这种第三世界“位置性”（positionality） 引

入对普遍理论的讨论中。他们强调，在处理贫

穷、欠发达的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问题时，需要

一些与资本主义社会和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采用的

经济方案不同的新思想、新路径。④ 让发展中国

家依靠自身力量，通过区域联合实现增长，完成

对发达国家的“去依赖”，是当时不少理论家的

基本共识。其中，最具理论与实践影响的理论家

便是出生于英属圣卢西亚，并且在独立后的加纳

担任过经济发展顾问的威廉·刘易斯。⑤ 他将产

出的增长 （growth of output） 视为发展的核心指

标，必须要考虑多种社会、经济、政治及人的因

素，无论是人在生产中的专业化分工，还是国家

在全球贸易中依据比较优势而产生的分工，虽然

看上去像是一种“自然进化”的结果，但是过度

的分工对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

家的发展而言却是破坏性的。⑥

中国学者在 20世纪 80年代便系统性地注意到

这些来自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识分子对发展理

论的思考。这种思考接续了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

国家自 20世纪 50年代万隆会议以来便开始的发展

道路探索。⑦ 这种探索的目标始终未变，即在既有

不平等的世界市场格局下，通过国家建设，一方

面将人民有效地调动起来，参与发展进程并分享

发展利益，实现自我赋能；另一方面，通过这种

国家建设实现社会与国家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同

时，在这个进程中，不仅需要社会内部组织起来，

也需要在国际层面组织起来，国际间以这种发展

赋能为目标的互助合作便是重要的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从“全球南方”视角来看，

① Robbie Shilliam, “Race and Development,” pp. 31-48.

②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3/2024: Breaking the Gridlock: Reimagining Cooperation in a Polarized World, pp. 5-6.

③ 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pp. 36-40.

④ Michael Todar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Longman, 1989, pp. 7-8.

⑤ Robert L. Tignor, W. Arthur Lewis and the Birth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27-228.

⑥ W. Arthur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5, pp. 70-72.

⑦ 殷之光：《全球秩序研究的理论贫困与现代化多样性的实践：一个全球南方的视角》，第 99—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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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万隆会议开始的对全面发展道路的探索从

未中断。1983 年 4 月，第三世界社会与经济研究

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主办了以发

展战略、发展合作为宗旨的北京南南会议。在这

场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谈到，

中国一贯重视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真诚希望

第三世界国家繁荣富强，虽然改革旧世界经济秩

序的路途漫长，发达国家甚至有拒绝改革的立场，

但通过南南合作弥合不同利益，消除不发达现象，

探索加强具体合作的办法，是人类建立新的国际

经济秩序的必要工作。会上，森、李琮、旺维

（Samuel Mwita Wangwe） 等第三世界学者的基本

共识是，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发展中国家

面临各种发展困境的重要根源，仅靠从供应端入

手的济贫根本无法改变这种困境，需要充分考虑

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环境，制定符合各国需求，并

且以最终实现自主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战略。①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余年间，这种以生产为

中心，注重自主发展，强调国际互助合作的发展

理念主要在第三世界发展理论、南南合作、南北

关系等主题下讨论，② 其发展理念也正式进入联

合国平台。这类讨论呼应了一直以来非西方世界

知识分子希望综合 （欧洲） 马克思主义理论、西

方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理论，以及自身社会

实践情况，探索一种能够与西方对话，但不带有

西方知识霸权，尊重非西方世界多样性的本土经

验与社会发展现状的理论话语，并以此来指导自

身现代化发展实践。陈其人将威廉·刘易斯的思

想总结为一种南南合作促进南方国家经济自主增

长的理论雏形。③ 从亚非团结、不结盟运动，到

第三世界、世界经济新秩序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南南合作，再到今天的“全球

南方”，这种理论探索在不断延续，并且在中国

的发展实践中真正得到实现。在陈其人看来，这

种理论到现实的转变确实需要一种在根本上不同

于西方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自主知识，以及在这

种自主知识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才能实现真正的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④

对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自主性”问

题的讨论，除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整体结

构进行辩证外，还需要处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来

源，以及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这是森、威廉·刘易斯等发展理论家们没有处理

的问题。今天，发展问题的基本前提是“大规模

的工业使地球上的人相互联系，使所有小的局部

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⑤ 然而，这种在少

部分先工业化国家全球扩张驱动下形成的世界市

场“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

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其生产力并不能“归人

民所有”。⑥ 从“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出

发，这种自主性在本质上是对生产力的集体主张。

生产力“归人民所有”并不能被抽象地视为对社

① 宦乡主编：《南南合作勃兴——北京南南会议：发展战略、谈判及合作讨论会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

39—114 页。

② 这类作品不少为综述性的，包括高铦：《第三世界发展理论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90 年代的第三世界》，时事出版社 1992 年版；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调整》，时事出版社 1987 年版；[美]迈

克尔·P. 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印金强、赵荣美译，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年版；[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

界》，高铦、徐壮飞、涂光楠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美]布雷达·帕夫里奇等主编：《南南合作的挑战》，赵穗生译，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出版社 1987 年版。

③ 当然，陈其人可能并未注意到威廉·刘易斯 1955 年的经济增长理论，他看到的是 1979 年刘易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

表的获奖词。参见陈其人：《南北经济关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1—169 页。

④ 陈其人：《试论政治学的方法论和基本理论问题》，《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三辑），2005 年，第 232—243 页。

⑤ Frederick Engels, The Principles of Communism, Vol. 1, Se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pp. 81-97.

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第 8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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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性、机械性复制。从当前

“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现状出发，处在

全球价值链末端的国家在不干涉原则基础上对自

主性的追求最需要坚持的第一性原则是对生产与

扩大再生产权利的主张，人的能动性便从这种建

设一个“归人民所有”的国家事业中创生。

在此基础上，国家通过参与国际贸易、生产，

以及接受贷款、援助、直接投资等经济活动所产

生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固定资产投资的

形式参与到本国的社会经济循环中，投入扩大再

生产中，成为衡量发展中国家自主能力的重要指

标。同时，影响国家能否支持生产—扩大再生产

循环的条件复杂，国家的国土面积、资源禀赋、

地理位置、人口数量、人口素质、经济结构、基

础设施等因素，以及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世界市

场“中心”的依赖程度都是必须纳入分析的变量。

在上述物质基础条件之外，国家的政党能力、精

英立场、文化教育、宗教/文明传统等因素也需要

纳入考察。这一层面的分析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衡

量发展中国家谋求现代化自主发展的意志强弱，

也能让我们看到国家是否有能力有效组织社会，

培养国民适配自主现代化发展的主体性意识。

引入以国家为基础，面向人民整体的赋能式

发展观之后，我们不但能够明确中国的发展合作

与西方发展援助之间在认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根

本差异，还可以为衡量中国发展合作效应提供可

以量化的参考标准，并在不违反不干涉原则的基

础上，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参

考经验。例如，在国家建设方面，诸多后发国家

起步晚、底子差，无论是自然资源、财政资源，

还是人力资源，都显得捉襟见肘，严重制约国家

建设进程。此时就需要组织赋能，由现代政党等

组织将有限的社会资源加以集中动员利用。在国

际合作层面，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团结斗争及内部

的互帮互助尤为关键，以不干涉为前提的外部合

作不仅为许多弱小国家提供了赋能发展的物质原

动力，还能够为其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地缘条件。

从谋求整体赋能式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国从革命

根据地建设时期便坚持的国际主义互助，与改革

开放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便成为同一种理念在不

同时代条件下的历史演进。

五、结语：面向共同体未来的发展

“历史辩证法最终必然使南北经济关系消

失。”① 陈其人用这句话结束了他具有开创性意义

的 《南北经济关系研究》。的确，面向解放的发

展是“全球南方”乃至全体人类的一项长远志

业。在这个漫长志业中，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

回答了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左翼现代化理论均

未能解决的问题：如何既实现生产力的进步，又

能消除不平等？如何保障真正的自由？中国没有

盲从经典现代化理论非小政府不可的刻板迷思，

而是以更强有力的手段推进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

发展，以更积极的公共政策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的

公平分配；也没有完全陷入左翼现代化理论对国

际分工的悲观拒斥，而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

开放的胸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以负责任的

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②

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层面打破了旧式发展理

论的宿命论，为后发展国家呈现了非资本主义道

路现代化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中国的发展还要在

一个“全球南方”国家谋求自主性发展的整体历

史进程中找到重要性与普遍性。从 20 世纪 50 年

代直至今天，这个整体性的进程连绵不断。中国

深知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消解和对国际秩序的改善

不能靠单打独斗，也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市

场既有不平等结构来实现。因此，在讨论“全球

南方”的发展问题时，必须在一个整体性的南北

① 陈其人：《陈其人文集·第 7 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156 页。

② 陈明明：《现代化论与依附论：两种旧式发展理论的再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3 年第 5 期，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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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框架内展开。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互不矛

盾，更重要的是，这一“全球南方”谋求平等与

解放的历程还能在整体上消解现有国际体系中南

北不平衡的状态。20世纪 90年代初，陈其人在对

南北经济关系的研究中就对这一点有了明确阐

述。他强调“落后国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峡

谷”，过渡到更高形态的公有制社会，对这个问

题的探索，也蕴含着改造北方国家的历史使命与

可能性。① 换句话说，“全球南方”自主发展的最

终目的是彻底消除导致这种南北经济发展差异的

基本结构。

长期以来，“全球南方”的核心诉求并未得

到西方援助的有效回应。具体而言，在能力建设

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迫切希望

能够培育自身的内生经济增长能力，实现发展的

自主性。然而，西方援助更多集中在医疗、饮水

等紧急援助领域，只能解决燃眉之急，无法帮助

这些国家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因此，

“全球南方”的大多数国家仍然面临经济发展动

力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在区域联通方

面，“全球南方”国家希望通过提升区域互联互

通和一体化水平，实现全域联动发展。然而，西

方国家往往出于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刻意

打断南方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这种对区域一体化

进程的干涉以多种形式出现，这表现为一些西方

大国对非洲一体化进程的掣肘，以及在东南亚、

东亚的美军基地对该地区和平合作进程的阻碍

等。在时间周期上，“全球南方”希望得到长期

稳定的发展合作机会，以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和发

展。然而，西方援助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和利益投

机思维，呈现出极强的周期性和不稳定性。例

如，在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解体，非洲地区的

地缘政治重要性骤然下降，西方对其援助明显减

少。这种援助的不稳定性不仅不利于非洲国家的

长期发展规划，而且可能导致非洲国家本就脆弱

的政治经济面临更多波折。

为维系现有国际分工结构下的垄断优势，基

于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西方援助刻意回避了

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建设问题；左翼现代化理

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自主发展能力的必要

性，却短于这种自主发展能力的建设。时代在呼

唤新的发展知识和发展理论，国际发展合作也需

要新的动力源和思想引导，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作为新发展知识的代表，为

面向“全球南方”以及人类整体未来的发展合作

开辟了新路。今天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描

述，以及对全球文明、安全、发展等普遍秩序理

想的表述，忠实地延续了 20 世纪以来不断演进的

“南方”视角下的理想世界秩序图景。这不仅是

一种理论理想，更是在理论推动下的发展实践。

在这种从亚非拉团结到不结盟运动，再到“全球

南方”的政治探索中，在这个实践与理论的矛盾

冲突中，未来世界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可能性

逐渐显现。

① 陈其人：《陈其人文集·第 7 卷》，第 155—156 页。

（来稿日期：2024-12-20 修回日期：2025-02-18 责任编辑：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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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for Whom: Intellectual History Perspective

Yin Zhiguang Li Yuhua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epistemological and tel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development concepts fro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erspective. It argues that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a top-down and “poor relief” type of epistemology are key reasons behind the failure of Western develop‐
ment aid in the Global South. Building upon this foundation,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discussions on develop‐
ment should be grounded in the collective concept of the people, responding to the demand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It emphasizes positioning the state as the primary agent responsible for moderni-
zation and governance, viewing the cultivation of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s the key to na‐
tional development success. The study underscores that national development intrinsically integrates social
development goals, calling for synergistic reinforcement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e ultimate aim is to em‐
power the state, society, and people as a whole toward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primary principle of
such empowerment-driven development lies in asserting the right to production and expanded reproduction.
Keywords: ability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theory, 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 Global
South, Chinese moderniz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F42, F63

International Summits on Africa: Policy Orientation, Mechanism Limitations
and Chinese Approaches

Tang Lixia Liu Yifeng Zhao Wenjie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Amid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landscape,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ummits on Africa has surged, with agendas expanding from aid to trade, investment, and energy coopera‐
tion. This proliferation reflects the diversified demands of the summit sponsors in African affairs. Western
countries seek to consolidate their strategic primacy by leveraging historical ties. The US and like-minded
partners combine political intervention with trade investment to extend their control over Africa.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deepen regional reach through cultural ties and security partnerships, whereas the Global
South actors foreground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shared 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s
on Africa generally face problems such as fragmented rules, selective invitations, ad hoc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insufficient fulfillment of commitments. These issues not only reflect the increased attention of the inter‐
national community to Africa but also reveal the profound impact of global structural competition on cooper‐
ation mechanisms. Although these summits have contributed to Africa’s economic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they have simultaneously intensified intra-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generated new frictions along‐
side lingering ones.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extensive Africa-
oriented summit platforms, has pioneered a pragmatic and sustainable path for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in‐
stitutionalized the cooperation framework, and exemplified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ffering instructive in‐
sights into Africa’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a model of dialogue,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for
international summit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ummits on Africa,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Chinese approach, South-
South cooperation, global governance
JEL classification: F12, F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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